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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订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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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认识政策的比较研究

宋永林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要：义和团运动时期，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认识不尽相同，两者均认为基督教会势力的扩张

和强横以及山东部分官员未能持平办理教案是直接原因；同时袁世凯又将德国入侵山东视为导致民教冲

突和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毓贤和袁世凯均采取“缉拿首要，解散胁

从”的总方针，剿抚兼施；但是两者在处理义和团的严厉程度上存在差异。毓贤与袁世凯的剿抚策略对山

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毓贤；袁世凯；剿抚政策；民教冲突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９９－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７

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ＹｕＸｉａｎａｎｄ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ａｉ

ＳＯ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ｅｈ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０７１０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ＹｕＸｉａｎａｎｄ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ａｉ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ｙｂｏｔｈａｇｒｅ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ｕｓ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ａｍｐａｎｃｙａｎｄｕｎｆａｉｒ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ｎ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ｂｙ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ａｉ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Ｇｅｒｍａｎｉｎｖａ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ａｕｓ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ｎｄｎ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ｂｏｔｈＹｕ
Ｘｉａｎａｎｄ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ａｉｔｏｏｋ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ｄ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ｍｉ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
ｎｅｏｕ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ｒ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ｄ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ｇａｖ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ＹｕＸｉａｎ；ＹｕａｎＳｈｉｋａｉ；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ｎｄｎ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在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时期①，山东是义和团最

为活跃的地区。该地民教冲突十分激烈，教案层见

叠出，其数量居于全国首位［１］２４７。此间，毓贤和袁世

凯曾先后出任山东巡抚一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

认识和政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性，其剿抚策略

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从以

往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学界对毓贤和袁世凯多有

论及，但是大部分笼统地认为毓贤主“抚”、袁世凯

主“剿”，将两人的政策做细致比较的论述并不多②。

本文拟从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运动起因认识的异



同，其对待义和团总方针政策上的相同点、具体做法

上的不同点，以及剿抚策略对义和团运动的不同影

响等几个方面入手，阐述自己的观点，希望有助于义

和团运动的研究。

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绝非偶然，它既是甲午战争

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西方文明进一步碰撞的产

物，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深层次危机的总爆发。毓贤

与袁世凯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首先，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认识

有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毓贤与袁世凯均认为，传教士和教民相互

勾结、肆行无忌，导致民教冲突不断，从而催化着义

和团运动的兴起。

一些传教士来华后，倚恃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的

炮舰，从清政府那里获取种种特权而凌驾于大清法

律之上。同时，在华教会拼命扩充势力，四处收罗教

徒，使得许多社会渣滓趁机混入教会。由于基督教

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一些教民“未入教，尚

如鼠；既入教，便如虎”［２］，他们倚恃教会的庇护，气

焰更加嚣张，以致民教冲突不断，直接推动了义和团

反洋教斗争的兴起和发展。张汝梅认为：传教士对

入教之人“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

于是教民中“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

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

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讼忤逆，子投入教”，

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

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

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

欲怵以兵威”；这样一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

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３］１３

继任者毓贤亦认为，由于入教者多非安分良民，“教

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

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

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

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３］２４。袁世凯

也指出，“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

之强横”［３］２８。基督教依仗强权，疯狂扩张，使得晚

清山东传统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结果就是导致山东民教冲突异常激烈，从而催

化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第二，毓贤和袁世凯认为，部分地方官员对教案

未能持平办理也是诱发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重要

原因。

毓贤在山东做官二十余年，深知山东民教积仇

已非一两年。他认为由于“办教案者多畏洋人，不

能持平，是以平民受教民欺辱无可控诉，柔弱者甘心

忍受，刚强者激而思逞，与教民为难，非得已

也”［３］３１。由此，他认识到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之所

以渐成声势，部分缘于地方官吏在办理教案时不能

持平和袒教抑民的政策倾向。袁世凯对山东部分地

方官员对教会的态度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析。针对目

前［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十二月间］山东民教积
仇甚深、义和团反洋教斗争迅猛发展的情况，袁世凯

认为“推原其故，实由官吏不谙约章，办案多未能持

平，一意将就教民，酿而成此”［３］４８。对此他解释道：

由于东省部分地方官员畏夷如虎，“平时为传教洋

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遇有交涉之案，但

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

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

教民转得藉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审

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３］５７，所以部分“尸位素

餐、碌碌无为”的地方官吏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可见，在毓贤和袁世凯看来，由于地方官员惧怕

洋人，没有严格按照约章律例办事，而是一味袒护教

民，苟且偷安，这种不平等的态度为民教冲突的激化

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埋下了祸根。

第三，与毓贤不同，袁世凯认为列强特别是德

国借教案挑衅，加紧入侵中国的步伐，是引发民教冲

突的主要原因。

站在维护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上，袁世

凯清醒地认识到山东地区教案的增多和义和团反洋

教斗争的活跃有百害而无一利，义和团的闹教行为

“无益于民，徒病于国”，只能授人以把柄，以致“强

邻执约以相诘责”，对清政府造成了莫大的压

力。［３］５７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

潮，德国也趁机加紧了对山东的侵略。１８９８年３月
６日，德国逼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借条约》，强租
胶州湾，并以此为跳板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而后，教会乘机在山东扩张势力，教堂遍布各地，教

士、教民横行霸道，教案频频发生。在此过程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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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教士以征服者自居，并在“圣洁”面纱的遮掩下

充当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急先锋。德国人亦惯借

教案屡挑衅端，以扩大侵略。袁世凯指出：“窃闻德

国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

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４］由

此可见，袁世凯将德国入侵山东视为导致民教冲突

和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二

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义和团的问题上，毓贤与袁

世凯在总的方针基调上均采取“缉拿首要，解散胁

从”的政策，剿抚兼施。

１８９６年曹单教案①［１］２２３发生，时任山东巡抚的

李秉衡命臬司毓贤统率军队驰往查办。毓贤将大刀

会首领刘士端等人拿获后讯明处斩，针对“其愚民

之误入大刀会者”，毓贤“率同委员亲历各县，晓谕

化导，但能悔罪出会，准其自新”，同时他对于“其顽

梗抗拒者，又即迅速捕获悉与歼除”［３］４－５。由此可

见毓贤对大刀会没有一概剿捕，而是从一开始就采

取了“缉拿首要，解散胁从”的政策，变通办理。毓

贤于１８９９年３月升任巡抚，是年秋，平原县杠子李
庄教案②［１］２２５，２２６发生，毓贤“立即出示开导，务期解

散”，并派袁世敦带队前去，并指示他“开导弹压，不

准孟浪生事”［３］３４－３５。但袁世敦违背毓贤的指示，１０
月１８日到平原森罗殿进攻义和拳，击杀群众多人。
这件事在官场中激起了千层浪，御史王绰参奏“地

方官办理不善”［３］３３，清廷据以命令毓贤查明参奏，

毓贤查平原知县蒋楷“昏聩胡涂，办事不能持平”，

袁世敦“此次弹压查办实属孟浪”，遂奏准将二人革

职。［３］３６事后清廷对毓贤严加申饬，斥责其固执己

见，对拳民心存偏袒，未能严格执行清朝中央统治集

团的决策。毓贤在处理平原事件的奏报中称：“其

（义和拳）中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

与闻者，故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认为“际

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３］４０。毓贤没有

对义和团严加剿办，使得山东义和团运动日趋高涨，

对各地的基督教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自然引起

了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他们不断向清政府施压，坚

决要求撤换毓贤。毓贤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派兵前

往鲁西北保护教堂，并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于

离任前将二人处斩。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初，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

巡抚，并多次告诫袁世凯要“相机设法，慎之又慎”，

“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

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

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如果办

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３］４６－４７。袁

世凯也谨遵清廷指示，他选派防营将领“于各州县

冲要之地，不分殄域，扼为防范”［５］５６，并“训诫各营

员，总先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尤其严饬各

地方官员“按约章律例，持平办案。毋许教士干预

公事。不分民教，但分曲直”［３］４８。为此，他提出了

治本、治标二法：治本之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

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治标之法

“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除匪

类，化导愚民”。他认为：只要将案犯首要缉拿，其

附从也会随即解散，则“匪势自孤”；如果“首要不

缉，则盗源难弭”。［３］５８－５９袁世凯以此为原则，在对待

“聚众滋事”的义和团时，并不是单纯采取武力进

剿，而是以“悬赏购线”“严缉首要”为主，而且分饬

下属军官“分别解散胁从，密购首要”［３］５８－５９。他对

义和团首领的处置非常严酷，而对于“附从”或“情

节较轻”的普通团民，袁世凯的做法与毓贤相似，都

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一般是设法解散，不予以判

刑，借以分化瓦解义和团。

面对山东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作为

封疆大吏的毓贤和袁世凯为维护山东局势的稳定，

都自然而然地采取了“缉拿首要，解散胁从”的总方

针。然而，政策的发布是一种情况，政策的执行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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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８９６年因教民刘荩臣抢割麦禾，欺压百姓，江苏砀山县庞三杰，联络山东大刀会打击刘荩臣及其他教民，焚毁教
堂。接着，曹县、单县、砀山等地的大刀会共同举义，开展大规模的反教斗争。详情可参见文后参考文献［１］，即赵树好所
著的《教案与晚清社会》第２２３页。

１８９９年秋，平原县杠子李庄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粮不借，又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诬告群众“闹教”，有数人被捕。
李长水请朱红灯率拳民前来相助。１０月１１日朱红灯率众将平原知县蒋楷的马队击退，正式打出“天下义和团兴清灭
洋”的旗帜，并趁势攻打恩县教堂。详情可参见文后参考文献［１］，即赵树好所著的《教案与晚清社会》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另一种情况。虽然毓贤和袁世凯都公开声称对义和

团要实行这种“缉首解从”的政策，但是由于个人的

动机、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

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实践中表现出了差异。

三

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处理义和团的严厉程度上。

第一，毓贤在一定程度上对义和团表示同情和

支持，态度始终较为宽容，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以抚

为主的策略，而且区别对待义和团。

毓贤只是在义和团反洋教斗争达到比较激烈的

程度，引起外国不满和干涉时，或此种斗争已给当地

的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造成了危害时，才采取比较

严厉的措施进行查办乃至镇压。当斗争规模较小

时，毓贤一般采取和缓的政策，甚至不予过问。在镇

压时，他区别对待拳民，将会中首领按“匪”治罪，而

把一般参与者称为“拳民”或“良民”，只将其解散了

事，没有一概将义和拳诬为匪，处理方式极为宽大。

譬如１８９９年８月２２日，他在回复裕禄的电报中说：
“查刀、拳各会良莠不齐，……凡安分者自保身家，

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索抢掠无忌情事，亦即派队

查拿。”［６］

面对帝国主义野蛮疯狂的侵略，毓贤十分震怒

和愤恨。“胶州湾为德所据，毓贤亟愤之”［７］第一辑１３４。

毓贤接任东抚后不久，德兵借口“派兵助地方官护

教”，出兵占领日照县城，进行所谓“惩罚性征

讨”［８］。德兵在兰山、日照各处滋扰，“焚烧民房”，

“枪毙民命”，他对此十分愤怒，称“似此凶横，实属

有乖睦谊”［３］２３。事后毓贤拨银一万余两交由地方

官发放给兰山、日照等处被扰乡民，“以示矜恤”，自

称此举是为了“固结民心，抚辑穷黎”［３］３２。此时毓

贤对洋人和传教士深表不满，但并没有与其公开决

裂，自称“奴才遇事斟酌，小事迁就，以顾大局”［３］４０。

由此也体现出他对清政府畏惧和一味奉迎侵略者的

不满和抱怨之情。毓贤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

发，一方面能够毫不留情地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又

十分注意采取抚绥政策，力图将这些组织转化为清

朝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并积极联络义和团共御外

侮。德国占领胶州后，毓贤目睹教会势力更加嚣张

横行，此时他对义和团的镇压已不再像镇压大刀会

那样坚决，着重招抚义和团的倾向日趋明显。１８９９
年毓贤将义和拳更名为义和团，“团建旗帜，皆署毓

字”［９］，试图将义和团加以训练，为己所用。有了毓

贤的指示，团民恃宠而骄，扬言道：“巡抚为我，知县

如我何？”这使得蒋楷十分愤怒地说：“当事爱拳匪

如子。”［１０］３５５虽然毓贤对“抗官拒捕”的义和团首领

朱红灯、心诚等人严行剿捕，但又奏称他们“向习拳

棒，均未为匪”［３］４１。庚子之战爆发后，他主张抵抗

外国侵略，要“与义和团联络声势，相机办理”，如此

必“克建大功”［３］１８２。由此可见，毓贤确实在一定程

度上对义和团表示同情和支持，并越来越倾向于采

取以抚为主的策略。还需要指出的是，毓贤十分注

意区分“真团”和“假团”：对“真团”表示同情和支

持，对所谓“假团”则“严拿重惩”［１０］５０７。

第二，与毓贤不同，袁世凯一概将义和团诬为

“匪”，并没有真心支持义和团的意图，政策的执行

也比较严厉。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虽然认识到义和团运

动兴起的原因在于“教民之强横”和部分地方官员

对教案“未能持平办理”，但仍然将义和团一概诬为

“匪”或“拳匪”，一口咬定“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

为名而阴逞不轨”［１１］。譬如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０日他在
对裕禄的复电中说：“东省拳匪，自三月滋扰至今

……”［７］第二辑７３在视义和团为匪类这一点上，他和裕

禄是较为一致的。裕禄也自始至终对义和团存有戒

心，而与毓贤的区别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不同。１９００
年５月１日，御史郑炳麟上折建议将义和团“化私为
公”，“因其私团而官练之”，以“消患于无形”［３］８５。

５月１９日，袁世凯上奏清廷，反对将义和团“用为团
练”［３］９５。清政府发布宣战诏书后，明令嘉奖义和团

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招集成团，藉御外

侮”［３］１６３。此时袁世凯暂时放松了对义和团的查办，

“派员饬赴各属剀切示谕，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

效力，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

敌”。而针对仍留驻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他一概诬

为“乱民”“土匪”，应严加惩办，“不得稍涉宽纵”，

“如敢拒捕，格杀勿论”［１２］４１４。

袁世凯也没有单纯采取“缉拿首要，解散胁从”

的政策，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手段。他认识到义

和团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中，团民大部分系农民出

身，具有“兵至即藏，兵去复聚”的特点，如果“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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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匪，处处增兵”，“安有如许兵力？”［５］５６这样是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他还十分注重结合地方

官府、乡村地主士绅和团练的力量来查禁义和团。

袁世凯就任东抚之初，“当即遴派道府各员，督饬牧

令绅耆，分投解劝，转饬各庄长、团长，防范稽查”；

同时也“分拨营队，扼要屯扎，弹压梭巡”［３］９４，双管

齐下对付义和团。此外，还“即行刊刻严禁拳会告

示”，严饬地方官员要“亲诣各乡，严密查禁”［５］１４０。

他认为“责成首事庄长，剀切劝导庄民，不得设厂习

拳，聚众滋事，是为正本清源之法”［１２］４６９，并命令各

地严格执行。袁世凯对于镇压义和团得力的人员还

给予奖励。譬如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夏津县东乡团
练与清军合力进攻义和团，并将义和团击退。袁世

凯接到禀报后，对于其中“砍伤匪犯之庄民”，除“发

赏银一百两”外，“另赏给六品功牌”，“以示鼓

励”。［５］６０－６１袁世凯通过各种措施并行，其目的就是

要将地方各级官兵、乡村士绅、地方团练等方方面面

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企图遏制义和团的蔓延，断无丝

毫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情感。总而言之，袁世凯的

种种做法和政策，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目的，即抑制义

和团运动的发展并最终瓦解义和团势力。这与毓贤

有时还支持义和团，促其壮大以共御外侮之意截然

不同。

四

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政策的差异，也对山东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鲁西南地区，由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时抽调

了该地大量的兵勇用于前线作战，遂使得这里相对

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失去了可靠的保障。甲午战争

后，鸦片贩卖、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频发，社会

治安状况不尽如人意。人们为了保护生命及财产安

全，便自发地武装起来守卫乡闾，从而使得非官方的

地方组织在乡村社会结构中越来越重要，官方系统

对乡村的控制力日益下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

刀会等地方群众性自卫组织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

到了１８９８年，义和团反洋教斗争已颇具声势。前任
巡抚张汝梅鉴于以往义和团在缉治盗匪方面颇著成

效，遂主张把义和团纳入乡团之列，这样既便于政府

控制，又可最大限度地消弭民教冲突。但是由于朝

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这项“招抚”计划被迫搁置下

来。但这一较为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义

和团相当宽松的发展空间，也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反

洋教斗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毓贤在东抚任内基本上沿袭了张汝梅以抚为主

的政策。虽然他仍强调对待义和团要“缉拿首要，

解散胁从”，没有完全放弃剿办做法，只不过在具体

的实施中是相当宽松的。他对民教冲突和义和团的

基本看法是：“教民欺侮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

谋立拳会以自保身家者。”［３］３９所以在他的内心始终

认为拳民是良民，拳会则是正当的群众性自卫组织。

毓贤在职期间，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清王

朝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他称赞拳民“皆义

民，神技可用”，倡言道“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

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

也”［１０］２６２。于是他将张汝梅的把义和团纳入乡团的

计划付诸实践，公开招抚义和团，所以基本上把剿办

之策忽略置之。这更使得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起

来，在山东已成燎原之势。梨园屯义和拳起义后不

久，在山东西北部的茌平、禹城、高唐、平原一带，由

神拳演变来的义和拳很快活跃起来，仅茌平一县

“习拳者多到八百余处”［１３］，几乎村村有了坛场。

由于山东巡抚自张汝梅到毓贤始终以较为宽容

的态度对待义和团，以“抚”为主，所以义和团的合

法性在山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在封建王朝，

民间是严禁结党结社的，“禁朋党、畏党祸”成了人

人谈之色变的梦魇。只有少数地主士绅所组织的地

方武装能够合法地存在，才能冠之以“团”名。受到

张汝梅、毓贤这种宽抚策略的影响，“义和团”的称

谓很快被各地反教会组织普遍采用。１８９８年 １０
月，冠县义和团打出了“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

旗帜，而后这类口号在各地义和团中迅速传开。特

别是１９００年春，帝国主义列强多次要挟清政府加紧
镇压义和团，并于同年４月底调洋兵入京后，仇洋的
情绪遍及朝野，“扶清灭洋”的口号不胫而走，得到

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和旗帜。

山东巡抚在一定程度上对义和团合法性的承认，对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

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平原知县蒋楷为

代表的地方官吏的剿办之策根本得不到采纳，义和

团所面临的威胁大大降低。其次，以为有了巡抚的

庇护就可以肆意妄为的想法，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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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来说，显然是十分有害的毒

剂。泥沙俱下，义和团成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

形比以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更为严重。不少地主阶

级分子也参加了进来，一般地来说，他们对群众性的

反帝斗争起了腐蚀作用。不管怎样，在义和团运动

的初兴阶段，这种政策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

义和团在山东如火如荼地开展反洋教斗争，这

种局势引起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强烈震动。在

帝国主义眼里，“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成长和逍

遥法外，普遍地被认为是由于这位高级官员（毓贤）

所给予他们的同情和鼓励”［１４］，各国使节对毓贤的

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调曾

经在戊戌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

抚。袁世凯起初虽强调对待义和团要“缉拿首要，

解散胁从”，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却相当严厉，实际

上是“剿”重于“抚”。他将新建陆军带到山东参与

镇压义和团，绝对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在对待义

和团的态度倾向上，毓贤宽大，袁世凯严厉，虽然两

人的政策差别很大，但实际上都是为了缓和民教冲

突、维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而施用的。毓贤的宽

抚策略在一定程度也起了从内部腐蚀和涣散义和团

的作用。毓贤在某些方面对山东义和团的同情和支

持，对义和团来说，虽然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

斗争的作用，但是也使得义和团在斗争中放松了对

清朝统治阶级的警惕，不能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以

致在袁世凯的武力打击下损失惨重。袁世凯通过综

合运用多种镇压手段，仅仅经过两个月后，山东“匪

势日衰，地方一律安靖”［１０］３０５。在袁世凯的严厉打

击下，山东义和团运动渐趋沉寂，各路团民死伤惨

重，幸存者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斗争。

但是梨园屯点燃的星星之火，那时已经在北方形成

燎原之势，所以袁世凯的行动并没有对义和团运动

不断扩张的总趋势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到了光绪二

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的活动中心渐渐地从山东
转移到了直隶。在直隶，义和团团民冲破清政府的

高压限制，坚持斗争，最终延及京畿地区，形成了北

方义和团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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